
81 2022 Vol.37, No.3国际城市规划

From Physical Refurbishment to Human Revitalisation: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ommunity Regen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从物质更新到人的振兴 
—— 英国社区更新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引言

改革开放促进要素流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城

市社会—空间的极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19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城市至

少有超两千万依赖补助的贫困人群，主要为下岗

人员、新产业工人和其他低收入行业从业者 [1]。这

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老旧城区，在社会经济上

主要表现为高失业率、低福利和低收入，在物质

环境上则呈现住房条件差、公共服务匮乏和基础

设施陈旧等问题 [2-4]。快速城镇化进一步挤压了贫

困人群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福利，使得中国城市居

民对公共福利的平均满意度甚至低于乡村居民 [1]。

城市反贫困策略可分为人口政策和地域政策

两类 [2]。人口政策强调普惠，旨在提升住房、教育

和收入等方面的分配正义和贫困群体的资源获取

权利，通过聚焦个人的发展以实现扶贫；地域政

策则关注城市贫困的空间集聚特征，通过识别划

定贫困集聚地域的边界来定制有针对性的脱贫计

划。目前，中国城市反贫困策略仍以人口政策为主，

集中于就业救助和管理 [5-6]、福利制度 [7] 和户籍改

革 [8] 等方面。在地域政策上，近年建设用地指标

的紧张推动了各地贫困社区更新规划的出现与发

展。然而，这些项目往往并非以反贫困为出发点，

而是以增加产业用地和建筑面积增量等指标为目

标 [9]。因此，快速的社区更新反而导致了贫困转移、

本地社会网络破坏、绅士化和城市文化基因丢失

等一系列问题 [10]。2015 年，《广州城市更新办法》

提出“微改造”，以此为起点 [11]，我国社区更新开

始从大拆大建逐步转型为微更新。微更新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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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社区更新正从大拆大建转向强调公众参与的微更新，但其重点

仍聚焦于物质改造，缺乏对城市贫困的综合性关注。英国有着丰富的社区更新经验，

实践历经多轮变革。1990 年代起，英国社区更新就从物质更新转向了综合性反贫困

行动，而 2011 年地方主义改革又催生出更为本地化和社会化的新模式。本文首先

梳理了英国社区更新的三个演化阶段及其理论基础，而后分析了广受推崇的行动式

社区更新的问题，并介绍了社区生态重构这一改革新方向。基于英国经验与教训，

文章在最后呼吁中国的社区更新实践需注重人的振兴，即实质性提升居民的核心资

源获得能力和个人发展机会，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四点建议：制定兼顾人口和地

域的更新计划，建立政府与社区之间跨部门多层级的工作体系，加强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和核心资源投放，完善评估和动态评价机制，旨在帮助我国社区更新加快完成

从物质更新到人的振兴的蜕变。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mmunity regeneration in China has been transitioning from 
“tabula rasa” to the micro regeneration that allows increa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focus of the “micro regeneration” remains to be physical refurbishment and it lacks 
comprehensive attention to the urban poverty issues. Britain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regeneration, and it has also gone through several reforms. From 1990s, 
the British regeneration has transitioned from physical renewal to comprehensive anti-
poverty initiatives, and the 2011 localism reform has induced a new model that is more 
localised and socialised.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ses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British community regener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n, several issues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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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侧重对社区小空间节点的改造，以解决社区尺度的空间

问题为导向，方法上主要采用协同式更新。微更新模式的兴

起体现了中国社区更新的本地化和社会化转向。

然而，微更新虽在执行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其实践和

研究仍主要聚焦空间改造和品质提升，缺乏对城市贫困的 

关注 [11]。以广州微更新为例，目前较为成功的实践都侧重于

老旧住宅改造和公共空间优化 [12]，但居民能够获得的核心资

源（如教育、医疗等集体消费）与个人发展机会尚未得到结

构性提升。笔者认为，这些老旧小区等地域不仅是社区更新

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城市贫困群体的重要集中空间，因此

反贫困理应作为社区更新的主要内涵。可以说，引入反贫困

维度正是我国社区更新从物质更新转型为以人为本的、以提

升居民核心资源获得能力和个人发展机会为主的人的振兴的

重要起点。目前，一些研究已经意识到将城市反贫困纳入中

国社区更新目标的迫切性，并呼吁社区更新进一步从蓝图式

的物质规划走向综合性的社会构建，以实现人的振兴 [2,4,13]。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英国的反贫困社区更新同样经历了

从大拆大建到精准化的人的振兴的转变，其变化轨迹可以为

中国社区更新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下文首先分析总结英国

社区更新政策的演化历程、理论基础、实践问题和改革创新，

随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建议，以期帮助中国社区更新加快从

物质更新向人的振兴转型。

1  英国社区更新模式演化简述

全球产业再分配使得英国产生了许多社会和建成环境双

重衰落的社区，并聚集了大量贫困人群，造成了社会—空间

极化 [14-15]。从 1960 年代末起，英国针对这些贫困集中社区出

台了一系列地域政策，其内容虽随着政党交替不断变化，但

主要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1960 年代末—1980 年代末：自上而下的大拆大建

阶段

英国早期的更新模式同中国一样为粗放型，该时期更新

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调整市场失灵并提高内城土地利用效率。

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国家和社会资本对贫困社区和工业

用地进行大规模再开发，其起源于 1969 年的“城市项目”，

即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专项拨款，地方以补贴形式吸引开发

商参与内城低效用地的更新。英国的粗放式更新在 1980 年

代达到高潮，大量贫困社区被拆除重建为新住宅、商业地产

或产业园。虽然大拆大建带来了土地市场的繁荣，但其物质

更新的方式与增长主义主导的内涵缺乏对社会贫困的关注，

导致贫困人口只能依赖更新的涓滴效应少量获益或因绅士化

而被迫外迁 [16]。1980年代末土地市场因宏观经济下行而震荡，

粗放式更新带来的社区经济增长也转瞬即逝，并导致英国贫

困社区数量进一步扩大，社会极化愈发突出 [17]。

（2）1990 年代—2010 年：政府牵头的行动式社区更新

阶段

在经济下行造成的财政紧缩背景下，撒切尔政府要求地

方政府与私企和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上进行竞标，使得

地方治理开始“碎片化”[18]。因此，从 1990 年代起，以“城

市挑战”①为起点，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更新过程，社区更新

的内涵也变得更具综合性和社会性 [19]。中央政府从更新的主

导者变为资助者，而“合作伙伴组织”作为新型更新主体，

替代地方政府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

但社区更新仍以政府行动牵头立项。始于 1998 年并持续 10
年的“社区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是这一阶段

的标志性行动。居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开发商等主要

利益相关者通过合作伙伴组织这一形式，对项目边界内的就

业、教育、医疗、治安等一系列社区问题提供综合性的反贫

困计划 [2]。“社区新政”是英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社区更新行动，

总投资高达约 17 亿英镑，覆盖 39 个贫困社区中约 386 100 

人 [20]。贫困社区边界由中央划定，由社区合作伙伴组织负

责执行。1999 年，工党政府设立了九个覆盖全英格兰的区

域发展局（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在区域层面进行

规划与战略制定。区域发展局非常重视地域反贫困政策，各

局对各类更新行动的平均投入达到总预算的 86%[21]。然而，

这些社区更新行动在反贫困上的效果并不显著 [17]。以社区

新政为例，英国社区和地方政府部（DCLG: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的系列评估发现，社区

状况的提升主要集中于生活环境和治安等方面，而就业等反

贫困核心问题依然顽固 [22]。

（3）2011 年至今：地方主义转型阶段

2011 年联合政府推行“地方主义改革”，废除了区域发展

局，并将更多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社区。这一变化背

后是金融危机背景下英国空间治理中新自由主义的加深，而

中央政府也借此推诿更多的责任给地方以降低政治风险和财

政压力。郡级②尺度的发展战略被交由新成立的 38 个地方公

司伙伴组织（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制定，组织由地方

私企代表主导，主要关心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 [23]。社区则被

① 即中央设立专项基金，地方投递方案竞标并接受考核。该政策旨在实现贫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其继任政策为 1994 年的“单一更新预算”（Single 

Regeneration Budget），后者资金更充裕、目标更综合，鼓励合作伙伴组织这一主体在英国社区更新中的发展。

② 在英国，郡（county）是仅次于中央的行政单位，是地方政府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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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根据自身需求编制“邻里规划”这一法定规划。政府力

量由此逐步退出社区更新，地域政策也逐步被边缘化。然而，

英国社区更新的进程并未就此止步——地方主义带来的权力

下沉和较为自由的制度环境，自下而上地催生了更新模式的

创新。新模式积极引入核心资源，并将其作为抓手建立合作

伙伴组织，而后在核心资源的自然服务边界内进行社区尺度

的人口与地域政策的融合，在消除政策边界性的同时不断加

深社区更新的本地化程度，逐步构建更具韧性的社区生态。

2  英国行动式社区更新的理论基础与内在问题

2.1  理论基础
我国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英国第二阶段中由政府牵

头的各色行动式社区更新，并将其作为中国社区更新转型的

方向。这些反贫困地域政策能在英国存在长达数十年主要源

于其三个理论优点。第一，在经济层面，社区更新行动具有

性价比优势。如吉莉恩·史密斯（Gillian Smith）所说，集

中性的问题需要集中性的解决方式 [24]。比起具有大范围影响

的人口政策，地域政策可以通过识别重点落后地域的社会经

济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反贫困计划，而后通过集中性的资

源投放来解决以上问题，降低反贫困政策的成本和风险。此

外，地域政策可以统筹制定健康、教育、住房等多个方面的

战略，同时改善当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在提高计划综合性

的同时加强资源利用效率。由于长期的贫困集中会损害社区

形象并影响要素流入意愿，对物质环境的提升可显化更新并

帮助纠正市场失灵。第二，在社会层面，行动式社区更新关

注建立本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网络，而此网络可促进

本地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使得社区治理和资金使用更为灵活

和有针对性。同时，这一本地网络还可构建长期性的政策创

新能力，使得社区在行动结束后依然保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在政治理性上，地域政策的投资回报效果较人口政策

往往更为显化，且符合英国公民参与的规划思潮，更易展现

政绩。同时，合作伙伴组织这一更新主体设计可以将社会矛

盾在社区层面内部化处理，避免了政治风险外溢，因此也倍

受地方官员青睐 [25]。

这些优点赋予了社区更新行动清晰的理论基础和积极的

执行动力，在 1990 年代迅速将英国社区更新的目标从经济

增长与提高用地效率扩展至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然而，许

多研究发现这些地域政策虽可得到大量显化的产出和环境提

升，但往往难以真正改善当地居民和贫困地域的社会经济情

况。下文以桑尼赛德（Sunniside）地区的社区更新行动为例，

讨论造成英国行动式社区更新失效的主要问题。

2.2  内在问题
桑尼赛德地区位于英格兰东部森德兰市（Sunderland）。

森德兰市人口约 27 万，兴起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出口业和

造船业，但在去工业化后逐渐衰落，桑尼赛德作为原本的商

贸物流中心也陷入贫困。桑尼赛德于 2003 年成立合作伙伴组

织领导更新，包括公私部门和社区代表等多方力量 [26]，行动

的主要出资方为东北区域发展局。桑尼赛德更新对重大项目

的投资超过 5 400 万英镑，建设了博物馆、数字媒体与艺术中

心以及大量商业地产和住宅设施，地域面貌焕然一新，并被

区域发展局认定为示范项目。然而，更新行动施行的 10 年间，

本地居民失业率依然较高，且全市人口下降了约 3.2%[26]。

基于对桑尼赛德等英国多个更新项目的评估报告和研

究，笔者认为造成行动式社区更新失灵的内在原因主要有四

点（图 1）。

图 1  行动式社区更新行动的内在问题

结构性问题

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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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邻界问题（contiguity issue）。社区更新行动的前提

在于对贫困社区的识别和划定，但刚性边界容易造成邻界

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有贫困转移（displacement）和人口扰动

（population churn）两种表现形式。首先，社区更新行动往往

会在区域内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周边产业等要素，但许多研究

发现这一行为极易扰乱邻近地区的就业市场，反而导致附近地

区的衰退 [27-30]。随着要素的骤然流入，社区内的产业竞争烈度

和生活成本也会迅速提升，导致部分本地居民和企业被迫外迁。

桑尼赛德的许多旅馆和小企业就因此倒闭。这使得目标社区的

周边地区同时面临产业流失和贫困人口流入带来的贫困转移，

甚至会使周边地区成为新的贫困聚集地。人口扰动则是指政策

区内的人口流动现象。脱贫群体常因社区内教育、医疗和住房

等核心资源提升不足而迁往其他社区，而新迁入者的教育和经

济水平一般较差 [31]。人口扰动使得贫困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

很难发生根本改变，最终导致目标社区仍为贫困集聚地。

（2）结构性贫困。城市贫困往往具有结构性，即贫困人

口本身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个结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

导致贫困群体在资源获取、事务参与和利益分配上被边缘化。

结构性贫困还会演化成贫困文化，造成整个社区陷入恶性循

环和长期贫困 [32]。英国的许多产业工人和新移民群体在产业

转型过程中被排除出就业市场，并逐渐被剥夺社会福利和核

心资源，陷入结构性贫困。此类贫困的解决需要通过长期的

社区建设打破贫困文化，并大量引入教育等核心资源。然而，

受限于刚性边界、政府绩效考核和各合作伙伴组织参差不齐

的能力，英国社区更新行动往往难以跨部门整合与当地发展

最相关的核心资源，也无法真正深入探究和解决当地特异性

的问题，尤其是就业障碍、家庭教育和社区文化等个人层面

的结构性发展问题 [33-34]。

（3）边界划定缺陷。边界划定是地域政策的前提，但在

实施中主要有三个缺陷。第一，由于更新行动为政府项目，

为方便资源管理和审计，贫困社区边界通常被自上而下地划

定。然而，这一方式极易抹杀目标空间的地域差异和具体更

新计划的特异性 [35-36]。例如：在“社区新政”中，中央按照

固定人口配额圈画了39个政策区，破坏了原社区的自然边界，

使得后期各政策区的更新计划高度雷同。第二，划定工具的

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边界划定的不科学性。英国曾采用“地

方剥夺指数”（ILD: Index of Local Deprivation）等多个工具

划定贫困社区边界，但自上而下规定的指标系统在具体使用

时造成了资源错配、保障房住户歧视等一系列问题 [37]。而频

繁的工具更换又扰乱了政策制定，比如使用 ILD 后，中北部

地区的贫困社区占比较之前上升了 15%，使得相关计划被迫

临时修改 [38]。第三，行动边界常与官方统计边界不同，导致

基础数据缺失。这一问题极大限制了合作伙伴组织的决策科

学性，使得以“规划手术刀”为卖点的行动式社区更新难以

发挥其本地化决策的针对性优势，也影响了后期评估的进行，

导致政策调整具有盲目性 [20,39]。

（4）指标—效果异化。财政紧缩使得英国政府非常

关注政策绩效，要求更新行动做到“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这一效率至上的意识形态使得指标的设计侧重产出

（output）①而非效果（outcome）。产出与效果并不必然存

在因果关系，比如已有研究发现“新增就业岗位”（产出）

与“失业率”（效果）并不完全相关 [40]。一方面，实现反贫

困的效果需要注入大量核心资源和持续社会构建，具有消耗

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迫于绩效考核和资金竞争的压力，

地方必须在有限的边界、资金和时间内得到尽可能显著的成

绩。因此，两方面的因素迫使更新行动往往选择追求空间品

质提升等显化的物质产出 [41]，最终导致反贫困更新的结果被

异化为物质的更新和产出，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更少。例

如：桑尼赛德更新中，“新增住房数量”这一核心资源的投

资完成度仅为 24%[39]，而“私人部门投资额”完成度则达到

54%，“新增商业地产面积”完成度更是高达 85%。相比之

下，该地区“新增就业岗位”的完成度达到 48%，但集中在

生产性服务业，且仅 22%的本地居民拥有大专以上资格证书，

因此该地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表 1）。桑尼赛德绝非个例，

表 1  桑尼赛德振兴的主要指标及其完成度

政策指标 目标 总产出 目标完成度 / %

私人部门投资 / 100 万镑 100 53.8 54

公共部门投资 / 100 万镑 20 7.5 38

新工作岗位 / 个 500 239 48

棕地开发 / 英亩 7 2.4 35

新建住宅数量 / 个 900 217 24

新建、升级商业空间 / m2 5 000 4 246 85

注：1 英亩约合 0.4 hm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和相关资料绘制

① 产出指用以实现振兴效果的中间产物（如工作数量、设施覆盖率等），而非最终效果本身（如失业情况、健康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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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区和地方政府部（DCLG）对多个更新行动的统计，

总投资的 81.2% 都被沉淀在了物质更新上 [42]。

虽然行动式更新未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但总体上这些行

动对贫困社区的地域性关切依然对城市反贫困产生了积极作

用。以“社区新政”为例，DCLG 将目标社区与类似贫困社

区在 10 年内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目标社区在 34 个

核心发展指标中的 21 个指标上都有着更好表现，其中 11 个

在统计意义上与社区新政呈显著关系。

3  英国社区更新模式创新：本地化的社区生态重构

地方主义改革后，政府不再牵头进行行动式的社区更新，

这一政策变化使得部分欠发达地区转而依赖市场经济增长所

带来的涓滴扶贫，造成了贫困加剧等问题 [43]。然而，改革

带来的权力下放也形成了宽松的制度环境，催生出许多自发

的政策创新，这些创新逐渐形成了更为本地化的新社区更新

模式。新模式以核心资源为抓手，融合人口政策对个人发展

的关注以及地域政策对空间发展的聚焦，回应了上阶段实践

中的四大问题。相较于上一阶段，新模式强调综合理解人与

地域的社会—空间关系，要求更新战略在制定和实施时尽可

能明确相关要素、政策实施尺度和利益团体，且需在更新过

程中不断评估政策的影响，并研究社会团体与要素之间的交

互 [44]。这一模式的主要创新在于通过对社区生态的关注，重

构原先造成贫困的当地社会—空间结构。下文以英国韦斯顿

（Weston）①更新为例，介绍新模式的机制和优点。

韦斯顿是英国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为实现社区的可持

续发展，当地保障房基金会创新性地建设韦斯顿学院这一新

学校，作为社区更新的抓手。学院执委会由基金会人员、学

校教学与管理人员、教育专家、规划与更新领域的专家共同

组成，在实质上延续了合作伙伴组织的协同式更新机制。合

作伙伴组织赋予了学院许多日常教学以外的职能，以打造更

新活动中的社区枢纽（community hub）（图 2）。社区枢纽本

身即为核心资源设施，除了承担原本的服务职能，还要在其

服务边界内作为扶贫更新活动的基本平台。

面对最棘手的结构性贫困问题，学院开展了针对学生和

家庭两个层面的教育活动，以提高升学率、提升学生领导力

和改善亲子教育。学校邀请基金会和其他企业参与课纲编制，

注重商业技能培训并设立成人教育。基金会作为当地大雇主，

会着重招聘学院毕业生。各类企业和机构还会定期举办宣讲

会，介绍行业发展和技能要求，以帮助社区居民获取更多工

作信息，拓宽视野。同时，学校还与当地社区服务机构合作

设立了针对特困家庭的“点对点”帮扶。这些手段帮助更多

居民扫除了就业障碍，并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对自我和社会

发展的认识，改善了当地的贫困文化。

韦斯顿更新未设置刚性边界，而是以保障房基金会的服

务范围为天然“软边界”。同时，项目注重自下而上的社区

生态构建而非出台优惠政策。这两点避免了贫困转移的出现。

在人口扰动方面，教育和就业作为核心资源被精确导入，使

得韦斯顿对脱贫人口仍具有吸引力。“软边界”避免了划定

过程中的武断性和不稳定性。此外，基金会拥有对边界内人

口的颗粒级数据库，保障了科学决策前提。学校作为接触孩

子与家庭的一线机构，也是高度精细化的本地数据收集者。

在“软边界”内，韦斯顿更新融合了人口与地域政策，

不断通过本地反馈和学习构建新的社区生态。学校将普惠性

的反贫困人口政策赋予了更高的本地性，而地域政策的制定

也来源于合作伙伴组织精准反馈给学校的本地需求。韦斯顿

主要的空间规划实践因此集中于公园等社区所缺乏的公共设

施建设，提高了反贫困地域政策对个人发展的微观尺度关注。

另外，社区枢纽的出现避免了多部门各自进行反贫困干预所

造成的社区公共机构冗余，减少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然而，韦斯顿新模式实践遇到了两个挑战。首先是核心

资源初始职能的单一性与社区枢纽的职能多样性之间的矛

盾。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日常教学，而其主管部门对其的考

核指标是升学率和成绩，这就使得就业技能导向的课纲改

革在执行上遇到了制度阻力。同时，更新政策要求教师的

技能和工作重点多样化，但原本的个人指标考核并未随之

改革且新技能的培训不到位，限制了学校向多功能的社区

枢纽转型。其次是自下而上的更新项目难以引入和协调多

个职能部门的资源。由于韦斯顿合作伙伴组织没有充分囊

括与更新相关的城建、工商等机构组织，导致许多需要多

① 韦斯顿是艾伦·戴森（Alan Dyson）在多项研究中对英国某欠发达地区的化名。

图 2  韦斯顿更新机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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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参与的更新项目在实施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尽管如此，

新模式仍在整体政策逻辑上为英国社区更新带来了重要启

示和指导意义 [44]。

4  对中国的启示

从 1960 年代起，英国社区更新经历了从大拆大建向政

府牵头的综合性更新行动，再向本地主导的社区生态重构的

两次大转型。其更新历程呈现出本地化加深的趋势，并开始

模糊人口与地域政策的边界，将其融合为对社区社会—空间

生态的重构战略。当前，“人民城市”和“共同缔造”等理

念的提出以及存量时代的到来，共同为中国社区更新的转型

打开了时间窗口。根据英国的经验与教训，本文总结了四条

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更新模式从物质更新向人的振兴转型。

4.1  兼顾“人地政策”，重构社区生态
英国的社区更新在执行主体、政策关注、边界存废等方

面历经了多次调整和反转，这些波动主要源于英国频繁的政

党轮替。中国的体制优势保障了国家政策框架的连贯性和稳

定性，但地方层级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实践仍具有相当的自主

性 [45]。为避免英国的政策波动问题，我国在社区更新的制度

安排中，应尽早兼顾并融合人口和地域政策，聚焦对贫困社

区的社会—空间生态的综合性认识与再构建，制定更具前瞻

性的制度框架和实践机制。

我国社区更新目前仍以单元规划或综合环境整治等刚性

边界的地域政策为主，使得社区反贫困更新缺乏对人的发展

的关注和干预，而个人或家庭的教育、就业和社区文化是消

除结构性贫困的三个重要方面 [32]。借鉴英国经验，笔者建

议在贫困地域着重建设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个人能力和服务

质量的设施，并以此为抓手塑造功能多样化的“社区枢纽”。

同时，以社区枢纽的服务范围为边界，弱化边界刚性及其内

生问题，增强人口政策的地域性关切。

4.2  建立多部门、多层级的工作体系
目前中国社区更新的主要参与者局限于地方规土和住建

部门。然而，该类部门在职责上偏重物质，而在层级上无法

贴近社区基层，也难以调动其他平行部门的资源，因而加剧

了更新实践中物质主导的现象，并限制了更新策略的本地化。

英国经验表明，要从根本上理解和重构贫困社区的生态，需

要多部门在情况评估、战略决策和资源投入上的协同。《上

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中提出，以区（县）级政

府牵头的协同模式，建立领导组和项目组两级系统：以分管

副区（县）长和规土局局长为领导组负责人，主管行动计划

的协调统筹；项目组由规土局、居（镇）委、社区规划师、

设计团队和非政府组织等组成，并由规土局局长担任组长 [46]。

这一模式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多部门、多主体协同规划的

趋势。

基于上海模式，本文提出了社区生态重构行动体系 

（图 3）。对政府部门，本文建议根据社区具体情况将参与的

图 3  社区生态重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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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从规土部门扩展至民政、商务、社保、公安、卫健

等部门，实现从物质规划向综合性的人的振兴的转变。领导

组的设置可以有效缓解英国出现的政府跨部门资源调动困难

和政府参与度低等问题，而项目组的单独设置可以使各职能

部门灵活参与各类社区实践。在方案阶段，领导组还应通过

联席会议融合科研单位的独立研究和当地居民的反馈，并以

此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从而避免指标设置的短视冒进。街

道和居委会应联合政策与空间设计团队建立社区工作组，逐

步培养基层治理能力并实现本地化决策优势。此外，在政策

创新允许范围内，将社区枢纽的管理、职能赋予和指标考核

等制度约束从相关主管部门逐步下放至社区工作组。这一举

措是为了避免英国实践中遇到的社区枢纽所在设施的新职能

与旧考评之间的矛盾。

4.3  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和核心资源投放
在具体执行中，社区枢纽要引导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更

新，以推动社区生态重构。地域工作组和项目组要在实质上

形成两级合作伙伴组织，引导群众参与。同时，社区枢纽还

要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以丰富枢纽功能并实现教育、就

业等核心资源投放。事实上，在乡村扶贫行动中已有不少职

业学校通过与社工机构的合作完成了类似的功能再造，使

学校在贫困调查、扶贫宣传和就业培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 [47-48]。此外，应积极引入市场化主体，提高对资源识别

和投放的敏感度，如引入技能培训类企业，由其设置最符合

市场需求的课程。社区枢纽还可定期与 NGO 或企业合作，

举办各种信息交流和社区活动等，扩大贫困人口的信息获取

渠道，增强社区凝聚力。

4.4  完善评价和评估机制
在评价阶段，应避免盲目延续物质更新时期空间评价中

自上而下的“分类”思想，保证各方案对贫困社区问题的特

异性关注，避免全面投入和盲目拆建。在评估阶段，应利

用现有网格化体系和社区枢纽的信息反馈，建设重点地域

的细颗粒度数据库。评估应着重于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指标，

而非仅进行图斑对照式的规划实施情况检查或土地利用经

济效益分析。根据英国经验，评估内容可包括经济（对内

投资等）、住房（住房质量等）、社会（社区凝聚力等）、环

境（社区整体形象等）和社区（治理能力等）等方面，且

跟踪性的评估需持续 20~25 年 [49]。具体指标设置应关注对

失业率等效果性指标的捕捉，避免英国实践所经历的指标—

效果异化。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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